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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华人文化中，教育以及父母对子女行为的管教责任被高度重视，在此文化

脉络下，拒学行为不仅被视为学生个人的问题或能力缺失，更常被理解为父母教

养失败的表现。质性研究指出，拒绝上学的学生往往对学校所推崇的精英主义意

识形态持批判态度，而成为「流亡者」，这些学生及其父母都需要一个能够发声、

表达批判观点的空间。 

本文介绍一项以叙事取向的多家庭小组实践，参与者包括拒绝上学的学生及

其父母，并以 Michael White 与 David Epston 所发展的「咨询你的顾问」(Consulting 

your consultants) 理念为指导。在小组中，故事的讲述 (Telling) 与重述 (Retelling)

成为一种赋权的历程，使参与家庭得以重新理解自身经验。小组历程中亦观察到

文化上的张力：华人文化强调谦逊与低调，而西方文化则倾向自我肯定。进一步

的观察显示，直接的赞美或抽象而宏大的称赞语言，在华人文化中常遭到抗拒；

相对地，透过生命故事所引发的共鸣式间接欣赏，则在东西方文化中皆较易被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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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英文原文的翻譯稿，原文的資料如下: 

 

Lau, Y. K. (2011). A narrative oriented multiple-family group with students who 

refuse to attend school and their par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rapy and Community Work, 2011 (4): 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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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的文化脉络 

华人文化高度重视教育与及人们的勤奋努力（Salili & Lai，2003），教育被

视为最有效的社会化途径，透过教育，儿童学习如何适应社会大众的期望（Cheng，

1998）。教育不仅被认为对品格塑造至关重要，更被视为向上流动与社会成就的

最重要途径（Lee，1996；Salili & Lai，2003）。在香港，家长与教师对学生抱

有高度期望，并设立高标准的学业要求。一项比较研究发现，香港学生的学习时

间显著多于加拿大学生，但他们的焦虑程度更高、自我效能感较低，且成绩也较

低（Salili、Lai & Leung，2004）。另一项较新的研究指出，香港学生承受着高

度的学业压力，而这种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焦虑水平（Leung、Yeung & Wong，

2010）。 

先前的研究一致发现，华人学生的成就动机与孝道以及希望取悦家庭的愿望

呈正相关（Yu，1974；Salili，1994；Tao & Hong，2000）。华人教养方式强调父

母在培养与管教孩子适当行为方面的责任，包括定时上学和良好的学业表现。在

这些文化强调之下，孩子拒绝上学的行为在香港通常会引发家庭危机（Lau，2009）。 

香港对拒绝上学学生的主流论述与介入模式 

在香港，最常被采用来描述拒绝上学学生的术语包括「拒学」(school refusals)、

「辍学」(school dropouts) 以及「恐学」(school phobia)（Chu，1989；Education 

Commission，2001；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1970；罗致光，1990；

Tam，2005）。这些术语带有病理化的假设，认为这些学生要么是心理功能失调，

要么是行为偏差的社会越轨者。由于文化上强调父母在培养与管教孩子适当行为

方面的责任，当学生未能遵守学校的规范时，父母便会因教养上的纵容而受到指

责。在教师、社工及其他相关助人专业中，普遍存在一种「责怪父母」的态度 （Lau、

Tsang & Kwok，2007；Lau，2011）。换言之，拒学行为不仅被视为学生的个人

失败，也被视为父母的失败。 

对现有针对拒绝上学学生的介入方法进行批判性回顾后发现，主导的模式是

以个人为中心的介入取向（Lau、Tsang & Kwok，2007；Lau，2009），所有介

入措施皆集中于促使学生恢复定時上学，或促使父母将孩子拉回学校。除了警告

与威吓的手段外，介入方式还包括认知行为治疗与父母效能训练；这两者皆旨在

改善学生与父母在认知与技能上的不足。一位母亲在描述这些介入时说：「他们

让我觉得问题出在我身上。（我儿子拒绝见助人专业人士）是我必须学习沟通……

去见社工……学习放松。我越来越困惑，现在只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些日子

感到非常矛盾与痛苦」（Lau，2011，第 40 页）。这些介入方法将问题视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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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因而有将问题个人化的风险，却忽略了拒学行为在社会建构过程中所涉及

的阶级、意识形态与结构性议题。 

以叙事取向理解与介入拒学学生家庭 

叙事取向中的「个人失败」(Addressing personal failure) 概念提醒我们关注

与个人失败并存的多重叙事、缝隙与反抗（White，2004）。「个人失败是未能

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人——根据当代文化规范所定义的『正常人』」（Hutton，

2008）。针对拒绝上学学生的质性研究发现，他们往往是对学校所推崇的精英主

义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而成为「流亡者」。然而，他们的观点常被贬抑为偏差，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刻意噤声（Fine & Rosenberg，1983；Smyth & Hattam，2001）。

为了让他们的声音与批判性观点有空间被听见，拒学学生「需要被理解为不是异

常者，也不是放弃者」（Fine & Rosenberg，1983，第 270 页）。在与这些年轻

人工作的过程中，焦点应放在青少年挑战权威的社会实践上——这种挑战源于他

们对不公义的感知，或他们不愿顺从学校视为正当的社会关系与知识定义

（Smyth & Hattam，2001，第 406 页）。 

相对而言，对父母的挣扎与反抗关注甚少，事实上，父母往往是主动寻求协

助的人，他们纵然在在求助过程中经历无助甚至压迫的情况下，仍持续为子女提

供支持，因此他们也应该获得适切支援及拥有发声的空间。为回应学生与父母因

拒学行为被病理化所导致的社会边缘化处境，以及香港普遍存在的「责怪父母」

论述，有必要采取一种集体性且具赋权性的介入方式，一项以叙事治疗为理念的

多家庭小组先导计划于 2010 年 8 月正式展开。 

叙事取向的多家庭小组 

多家庭小组 (multiple family group) 的定义如下： 

这是一种审慎的心理社会介入方式，至少有两个或以上的家庭同时参与，

在同一空间中与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共同进行全部或大部分的会谈。每个

参与家庭应有至少两位家庭成员，且代表家庭中的至少两代人，并出席全部

或大部分的会谈。会谈应明确聚焦于所有参与家庭共同关注的问题或困扰。

这些核心问题应直接或间接涉及跨代互动。会谈亦应明示或暗示地强调家庭

间互动的模式，并运用不同家庭之间基于年龄、性别、核心问题或家庭角色

等相似性所形成的实际或潜在联盟。——（O’Shea & Phelps，1985，第 5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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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庭小组鼓励家庭之间彼此发挥「治疗性」作用，而治疗师则尝试去中心

化自身的角色（Asen & Scholz，2011）。这种方式有助于减少家庭与治疗师之间

的权力差异。此外，当多个家庭同时参与同一小组时，每位家庭成员都能从同代

人中获得支持，并与有共同困扰的同伴交流（Cassano，1989），这有助于平衡

代际间的权力差异，并为父母与子女提供彼此倾听的机会（Mckay et al.，1995）。

促进家庭内部及家庭之间的同辈或非同辈互动，是多家庭小组的主要焦点。 

Asen（2002）说明了叙事取向如何扩展多家庭小组的焦点： 

「……透过『外部见证人』的概念，个人与家庭的故事、关系与身份得以被

丰富，因为他们聆听了其他家庭对这些故事的重述。这些外部见证人——即

其他家庭——透过分享自身生活中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由焦点家庭的故事所

触发），为个人与家庭的叙事资源增添内容。」（第 13–14 页） 

Madigan 和 Epston（1995）提出的「关怀社群」（community of concern）

概念亦被应用于多家庭小组，这个社群由处境相似的其他家庭、那些已经从问题

影响中重建生活的资深家庭，以及家庭自身社交网络中的成员所组成（Rhodes、

Gosbee、Madden & Brown，2005）。换言之，叙事取向的多家庭小组不仅着重

于促进家庭之间的互助互动、强化家庭内部的成长性互动模式，更聚焦于透过生

命故事的交流来丰富参与者的生命叙事，建构更具赋权性的自我身份，并透过「关

怀社群」的支持来持续巩固这些被赋权的身份。 

在「咨询你的顾问」（consulting your consultants）（Epston & White，1992；

White & Epston，1986）以及「共同研究」（co-research）（Epston，1999）这些

概念的指引下，我邀请那些已经从因子女拒绝上学所引发的家庭危机中重建生活

的家庭成为我的「顾问」。在取得他们的书面同意后，他们的智慧与另类知识被

记录于录像访谈中。他们亦同意将这些录像访谈及其内部知识作为资源，提供给

处于类似处境的其他家庭参考。在他们的允许下，那些已经走过或正在经历危机

的其他家庭也被邀请成为「外部见证人」(outsider witnesses)。以参与家庭为「顾

问」的概念为基础，这些家庭亦被邀请透过持续回馈，共同参与小组形式与流程

的规划与发展。 

为了对我的工作进行严谨的反思，并最大程度提升我对自身价值观对小组影

响的觉察，我邀请了一位就读于我课程、同时也是学校社工的学生担任共同带领

者及我实务的外部见证人。她根据自己在小组中的亲身经验，对小组的运作过程

及可改进的实务面向提供了宝贵的回馈。这段不断演进的实践历程，以及我在其

中所学到的课题，将在第二、第三及第四次小组会谈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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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的小组过程描述 

最先的两次会谈均由治疗师主持「咨询你的顾问」访谈作为开始，随后进行

外部见证人与顾问家庭的重述分享。第二次会谈共有三个家庭参与。本次会谈中

的顾问是 19 岁的积仁 (Jason) 和他的母亲美仪 (May) 。另一个家庭成员包括

16 岁的女孩多丽 (Doris) 和她的母亲珍 (Jane)，两位父亲皆已过世。最后一个家

庭是 18 岁的苏姗 (Susan)，以及她的父母费利 (Felix) 和提娜 (Tina)。苏姗 

(Susan)、费利 (Felix) 和提娜 (Tina) 是第一场会谈中的顾问受访者，多丽(Doris)

和珍(Jane)在当时仍由我提供治疗服务。为了简洁呈现会谈内容，本文将整合最

具启发性的对话进行摘要。文中所使用的姓名皆为化名，以保障家庭的隐私。 

咨询顾问访谈 

在问候与简要介绍其他家庭之后，访谈以一个「导向性问题」(orientation 

question)开始（Epston & White，1992）：「如果有人正在经历你曾经有过的问

题，根据你的理解，你会如何帮助他们？」积仁 (Jason) 建议由他的母亲先发表

意见。美仪 (May) 表示，理解孩子拒绝上学背后的原因或意义极为重要，我们

不应因孩子的行为而将其标签为「问题人物」或「坏孩子」，父母不应因孩子拒

绝上学而放弃他们，而是应努力理解孩子的经验与观点。接着积仁 (Jason) 说，

帮助当事人分辨是否存在具体障碍阻碍其上学，或所谓的障碍其实只是他/她决

定不再上学的借口，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从未思考过这种区分，我便问他，根据他的经验，人们为什么需要使用这些

借口，以及他自己属于哪一类。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拒绝上学是一种不可

接受的行为。你必须为这种行为提供正当的借口。我决定离开学校，是因为我发

现上学毫无意义。它无法满足我对学习和探索的渴望。老师们把我对课程以外主

题的好奇心和提问视为无关紧要，完全忽略我提出讨论的邀请。我在学校里无法

发声。我知道如果我明确宣布自己决定退学，人们会把我看作失败者。我不敢告

诉我妈妈。」 

「你知道自己会被视为失败者，那么是什么促使你下定决心离开学校？」我

问道，对他抗拒主流成功定义的态度，以及这个决定背后的意图、目的或价值感

到好奇。他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决定，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对学校的疏

离感随着失望的累积而加深。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缺课。在新学年开始时，我给

自己和学校一个机会，看看是否能找到上学的意义。最终我选择退学，因为那种

无意义感太强烈了。我宁愿被视为失败者，也不愿继续上学。我不在乎别人怎么

标签我。我之所以被贴上这个标签，只是因为我的行为与众不同。我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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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如何形成这样的观点的？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拥有这样的视角并不容易。」

我问道，试图追溯他智慧的历程。「我读了很多书。」他回答。 

依循「重写人生故事」（re-authoring）的实践，我接着问：「所以你停止了

学校教育，但以自己的方式持续学习？你对学习的坚持反映出你是什么样的人

吗？」他说：「我是个对学习充满好奇心和动力的人。此外，我相信犯错或遭遇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价值的经验。错误让我们有机会成长和学习。我们

必须接受它们，甚至去爱它们，而不是逃避。」「你的好奇心和对失败的正面看

法，在什么方面帮助了你？」「它给了我探索不同可能性的方向和勇气，离开原

来的学校后，我报读了一门法语课程，因为我喜欢学习新事物，之后我修了很多

计算机课程，并透过书籍和网络论坛发展了我的计算机工程知识，我在网上交了

很多朋友，透过与他们的交流，我接触到不同的经验和观点，后来我在计算机工

程领域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接着问了一个「独特可能性提问」 (unique possibility question)（Epston & 

White，1992）：「你有想过，你对学习和探索的渴望会把你带往哪里吗？」他

回答：「我从之前的工作中了解到，社会要求人们拥有被认可的资格。我辞职了，

因为我还没准备好去满足那些要求。我才 19 岁，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时间

可以多做探索。我只是想慢慢来，看看接下来我想走向哪里。凭着我的人生原则，

我会持续自我学习。如果我发现拥有认可资格对我的生存是必要的，那么我可能

有一天会安定下来并取得资格。不过，我也会探索是否存在其他的替代途径。」 

听完积仁 (Jason) 的故事后，我转向美仪 (May)。「你是如何熬过有一个拒

绝上学的儿子的经历的？」我试图探索她在痛苦中的应对方式与内在力量。美仪

(May) 说，她一步一步地学会理解并接纳他。现在，她只是单纯地接纳他本来的

样子。我透过「独特经历提问」(unique account questions)（White & Epston，1986）

来追溯她所描述的这个突破历程，例如：「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个突破？」美

仪 (May) 说，一开始她无法接受积仁 (Jason) 的拒学行为。她每天早上叫醒他，

试图逼他去上学。她希望积仁 (Jason) 能告诉她他不上学的原因。她所有帮助他

上学和与他沟通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只是忽视她。她记得有一整年，她每天

都带着失望和眼泪去上班。她觉得自己完全失败了。当我问她是什么社会期待让

她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时，她说，社会有一种期待：一位成功的母亲应该有一个听

话的孩子，并且能够帮助儿子解决问题。当我问她是如何与这种社会话语的负面

影响保持距离时，她分享了她的智慧：对那些会强加主流期待的人选择性地透露

情况，并选择真正理解和支持她的人作为倾诉对象。 

我转向积仁 (Jason)，问他是否意识到母亲曾如此挣扎，积仁 (Jason) 说他

知道，并生动地描述了他观察到母亲一步一步地改变对他的期待：从原本主流的

高学业成就期待，转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只要能定期上学，不论成绩如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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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则是接纳他决定走向另一种人生目标与生活方式。美仪 (May)确认这是一个非

常准确的观察。我问积仁 (Jason)：「你对母亲的痛苦和挣扎非常敏感，那么你

为什么选择对她充耳不闻呢？」积仁 (Jason) 说，他选择不回应上学的问题。因

为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选择，他确信如果他开口，他们一定会争吵。这样只会伤

害彼此的关系，却无法解决问题。「你保持沉默，是因为你珍惜这段关系吗？」

我问。「是的。」积仁 (Jason) 回答。 

结合叙事实践中的重述实践 (re-telling) 与系统介入中促进亲子互动的方

法，我请美仪 (May) 向积仁 (Jason) 分享她对他叙述的回馈。她很高兴能了解

积仁 (Jason) 的观点。她曾误解他的沉默与回避是「不听话」，这进一步加深了

她的失败感。聚焦于独特结果，我问她是如何熬过这种误解所带来的影响，并逐

渐接纳儿子非主流的选择。她透露，专注于儿子的长处而非他的问题，以及透过

内在声音提醒自己：接纳儿子的特殊选择并不代表自己是失败者，这些都是有效

的应对技巧。「这些应对技巧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我非常重视我们的关系。」

美仪 (May) 说。 

为了评估这个独特结果对积仁 (Jason) 及其亲子关系的影响，我问积仁

(Jason)：「你母亲最终的接纳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改变？」积仁 (Jason) 说：

「我感觉更轻松了，我不再需要担心母亲的情绪和悲伤，我可以专注于我认为重

要的事情，我有了平静的空间去思考自己想要的人生方向。」依循重写人生故事

(retelling)的实践，我问：「这些经历反映出你母亲是什么样的一位母亲？」「她

接纳我，尽管这对她来说很困难。」「在你看来，从她的接纳中可以看出她是什

么样的一位母亲？」「一位好母亲。」积仁 (Jason) 回答。我接着问美仪 (May)：

「这些原则反映出你是什么样的一位母亲？」她以谦逊的中国式方式给出了一个

主流响应：「我觉得我只是个普通的母亲，做着普通的事；我没什么特别的。其

实，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外部见证人的重述 (Retelling) 

另外两个参与家庭向积仁 (Jason)和美仪 (May) 提出了回馈。珍(Jane)表示，

她对美仪 (May) 和积仁 (Jason) 之间良好的沟通与彼此接纳印象深刻。她认为

这非常有价值，因为她在处理多丽 (Doris) 的情绪时遇到了困难，多丽 (Doris) 

的情绪总是会触发她自己的情绪，当她试图用语言和理性来安抚多丽 (Doris) 时，

两人常常陷入一种情绪高涨的恶性循环。她从美仪 (May)和积仁 (Jason) 的经验

中学到了包容与耐心。他们的经历让她想起一段独特的经验：当她克制自己不过

度使用语言与理性时，多丽 (Doris) 反而能自己平静下来。 

呼应母亲的分享，多丽 (Doris) 表达了她对美仪 (May) 和积仁 (Jason) 之

间沟通模式的欣赏。由于她是一个非常胆小的女孩，逐步的引导帮助她能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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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想法。当被问到她最欣赏这种沟通模式的哪一个具体方面时，她用了这句

话：「无声胜有声。」聚焦于个人共鸣，我问她这句话与她自身经验有何关联。

她说，身边的人倾向用语言和训诫来教育她，这反而给她增加了压力，她害怕自

己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而令他们失望，这种焦虑让她感到窒息，也使她更难从容

地面对挑战。听完多丽 (Doris) 的分享后，珍 (Jane) 说：「我应该更信任她，

少说一点。」多丽 (Doris) 也对积仁 (Jason) 关于接纳不可避免的失败，并从中

学习的观点印象深刻。这让她对失败的焦虑减少了。她决定尽管可能会失败，也

要勇敢地承担更多风险。 

提娜 (Tina) 非常理解美仪 (May) 因积仁 (Jason) 拒绝上学而感到的悲伤，

因为她也曾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美仪 (May) 给提娜 (Tina) 的印象是一位宽容且

能接纳的母亲。在提娜 (Tina) 看来，积仁 (Jason) 是一位特别的年轻人，他摆

脱了社会价值对教育的规范性凝视，以及社会话语对个人失败的定义。她引用自

己对苏姗 (Susan) 经历的观察——苏姗 (Susan) 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主流体制的

道路——指出，做出特殊选择的人必须为随之而来的困难与挑战做好准备。 

苏姗 (Susan) 说，美仪 (May) 是一位特别且伟大的母亲，她似乎对美仪

(May) 的谦逊感到不安，希望美仪 (May) 能有更多自我欣赏。她也很佩服积仁

(Jason)，因为他能活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之外。透过积仁 (Jason) 的经历，她

意识到自己仍然被文化中对教育的主流强调所束缚。积仁 (Jason) 的分享强化了

她内在的声音：她最近在高级程度考试中的失败并不是个人失败，而是结构性问

题——评估标准以及评估所聚焦的能力面向。 

费利 (Felix) 是最后一位进行重述的人。他认为积仁 (Jason) 是一位具批判

性且成熟的年轻人，但他觉得积仁 (Jason)需要一位导师来引导他，以节省寻找

合适方向的时间。在他的观察中，美仪 (May) 尚未真正接纳积仁 (Jason) 的特

殊选择；她只是因为无法改变他而选择容忍。以一种传统男性的方式，他建议美

仪 (May) 接纳积仁 (Jason)。察觉到美仪 (May) 和积仁 (Jason) 的不安，我以

「双重聆听」(Double listening)的方式分享我对费利 (Felix)) 建议的理解：他的

建议是他对积仁 (Jason) 有信心的表达，他希望将这份信心分享给美仪 (May)，

费利(Felix)同意这个替代性的诠释。 

美仪(May) 和 积辰(Jason) 的重述 

积仁 (Jason) 承认自己正是外部见证人所描述的那种类型的人，他喜欢成为

一个活在社会价值规范性凝视之外的人。他理解，特殊的人生选择通常伴随着特

殊的挑战与困难，而他已下定决心去面对这些挑战。美仪 (May) 对外部见证人

的重述感到惊讶。这些重述让她对自己与积仁 (Jason) 的关系有了新的视角。尽

管她仍然认为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母亲，但她很高兴自己的经验对他人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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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感谢费利 (Felix)) 的关心，尽管她不同意他所说的「她并未真正接纳积仁 

(Jason) 的特殊选择」这一评论。 

是次会谈的反思与学习 

是次会谈中出现了重要的实务与文化议题。在华人文化中，给予忠告与劝诫

是表达关心最常见的方式，尤其是在传统家庭中担任家长角色的男性更是如此。

另一项文化上的限制是华人文化中对男性气质的建构，男性必须坚强、刚毅，而

不能表现情绪。情绪上的挣扎与痛苦被视为女性特质，也被视为软弱的象征。这

些文化价值对费利 (Felix) 成为有效的外部见证人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他在重述

时只是给予平淡的忠告，却未能连结到自身的痛苦与担忧。这样的重述变成了对

美仪 (May) 的评论，而非支持。在传统的多家庭小组中，参与的家庭被鼓励提

出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议，作为家庭间互助的一种形式（Asen，2002）。在小组过

程中，我意识到即使是出于善意的忠告，也可能带来危险，因为它会使接受忠告

的人处于一种较低的位置。 

在另一个极端，华人文化强调谦逊与低调，明确地表达自我欣赏可能会被视

为「自夸」。有时，华人甚至会透过婉拒他人的赞赏与肯定来展现自己的谦逊。

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逾百年，自 1970 年代起便成为一个国际都会，因此西方文

化对其有深远影响。东方与西方文化在香港并存，但并未真正融合。两种文化的

冲突在小组过程中有所呈现。苏姗 (Susan) 拥有强烈的西方信念，主张自信与自

我肯定，她将美仪 (May) 的谦逊视为自我贬低，并表达了希望美仪 (May) 能够

更多欣赏自己的愿望。 

另一个重要议题是人们对顾问身份的“英雄式”叙述的期待。美仪 (May) 在

接受积仁 (Jason) 选择另类人生路时所经历的挣扎，以及她在看待自己作为母亲

的角色时所表现出的谦逊——认为自己仍可以做得更好——未能符合这种期待。

费利 (Felix) 和苏姗 (Susan) 的回应告诉我，他们在第一次会谈中讲述了一个精

彩但具有英雄色彩的故事。在加入这个小组之前，他们已经多次接受媒体采访，

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小组过程中，我意识到他们的“成功”使他们变成了具有压迫

性的外部见证人，他们将自己的“成就”或经验作为他人的标准。在小组过程中，

我发现，英雄式的身份叙述并不是解放性的，反而具有压迫性。除了将问题外化

之外，将优点、才能和个人特质也进行外化，可能有助于降低形成全然英雄式身

份的风险。 

小组成员和共同带领者表示，小组过程过于结构化，访谈时间也太长，因为

每次都有不止一位顾问。倾听过程非常耗费精力，他们建议小组过程应更具互动

性，以提升所有参与者的投入感，他们希望能参与访谈的带领工作，以便能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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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达自己的关切，并向顾问学习。根据这一反馈，后续的会议中实施了经过调

整的实践形式。 

第三次会议 

在第三次会议中，一户新的顾问家庭波比 (Bobby)、娜伦 (Lauren) 以及他

们的两个女儿）受邀参加―咨询你的顾问‖访谈。同时，黛比 (Debby) ——一位单

亲母亲，在上一节缺席——独自来到小组会议。 黛比 (Debby) 非常需要支持和

指导，因为学校要求她为女儿复学设定一个明确的期限。顾问家庭以及其他所有

家庭都热情地回应了她的请求。在多家庭小组―以家庭为主导‖的原则下，小组过

程从访谈顾问家庭转变为协助所有参与家庭成为黛比 (Debby) 的顾问。借助他

们在第二次会议中学到的经验，大家准备通过分享自己在类似危机或情境中的经

验与应对方式来表达支持，而不是直接提供建议。当黛比 (Debby) 听到小组中

的青少年一致分享他们认为与学校的挣扎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时，她感到宽慰；

他们并不后悔曾经拒绝上学，也不认为那段时间是浪费。 

然而，在这次会议中，给予建议的模式仍然持续存在，尤其是在男性参与者

之间。美仪 (May) 因这些直接的建议感到烦躁，便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以“这对我有效，所以对你也应该有效”的方式提出建议，对于正在受苦的人来说，

可能听起来只是不切实际的口惠。我支持美仪 (May) 的观点，并从黛比 (Debby)

的回应中进一步强化了这观点。黛比 (Debby)将所有建议视为支持和关心的表达，

她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谈到自己需要思考这些应对方式在她情境中的适用

性。她温和而真诚的回应，微妙地挑战了建议背后的确定性和绝对化思维。像费

利 (Felix) 这样的参与者在会议后半段的发言方式变得不那么肯定和强势，尽管

他仍然难以坦露自己的痛苦与挣扎。 

第四次会议中调整后的“咨询你的顾问”访谈 

是次会议的顾问是 18 岁的巴拉 (Barbara) 和她的母亲云莉 (Winnie)。共有

五个家庭参与了此次会议，意识到外部见证人在访谈中需要更多的引导与准备，

我在会议开始时向参与家庭发放了 Michael White（2007 年）关于外部见证人的

五项基本理解的中文打印资料。我结合上一节中建议式发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及生命经验分享所带来的赋权效果，向大家解释了这些理解，我还通过具体例

子示范了如何将我们的复述与自身的生命经验和生命故事相连接。 

在详细说明外部见证者应具备的基本理解之后，访谈正式开始。访谈向所有

参与家庭开放，我也积极参与其中，当问题需要重新措辞或在进一步探索应对方

式与智能的形成过程时提供协助。为了确保访谈过程符合伦理规范，并对顾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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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具有建设性而非造成伤害，我始终未脱离主持角色。 黛比 (Debby) 、美仪

(May)、积仁 (Jason) 和费利 (Felix) 是最积极的访谈者。在访谈初期，他们对

巴拉 (Barbara) 在学校所遇到的困难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我通过提问引导问题

的外化，绘制出该问题对巴拉 (Barbara)、云莉 (Winnie) 及整个家庭的影响图谱。

这个问题对巴拉 (Barbara) 的自我价值造成了严重打击，并引发了深度抑郁。由

于在应对问题的方式上存在分歧，它加剧了云莉 (Winnie) 与婆婆之间的紧张关

系，婆媳关系的紧张使巴拉 (Barbara) 的父亲在帮助过程中陷入了困难且无效的

角色，通过这些分化性策略 (divisive tactics)，这个问题阻碍了家庭形成一个团

结一致的支持阵线。 

在理解了云莉 (Winnie) 的困难和巴拉 (Barbara) 的痛苦之后， 黛比 

(Debby) 敏锐地指出，云莉 (Winnie) 在婆媳冲突中保护了巴拉 (Barbara)，并给

予她自由去爱她的祖母。她真诚地说：―这对我来说不是一种简单的能力；虽然

我在认知上知道这一点，但我发现很难真正做到。我的大家庭成员总是责怪我未

能激励女儿复学。他们的责备让我非常烦躁。我有时会把怒气发泄在女儿身上。

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发展出这种能力的？‖ 云莉 (Winnie) 回答：―我觉得我是一个

宽容的人。我只是不会太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 我追溯这种能力的来源，问道：

―这与你的生命经验有关吗？是谁教会你这种态度的？‖ 她回答：―可能是我的父

母。他们也是很随和的人。他们还告诉我，与别人比较和竞争是没有意义的。我

们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并且要忠于自己的原则，负责任地生活。‖ 我接着问：―忠

于并负责任地遵循自己的原则，这种态度在你的生活中带来了什么帮助？‖ 她说：

―尽管生活中有各种困难，但它让我的生活更轻松、更快乐。‖ 

在参与家庭和治疗师的共同带领下，访谈中重复了类似的逐步追溯解难知识

和能力的过程。在学习了我之前的示范之后，黛比 (Debby) 和美仪 (May) 作为

访谈者表现得非常出色。她们自发地提出了「独特经历提问」(unique account 

questions)，并跟进了追溯历史的问题。例如，在见证云莉 (Winnie) 在与巴拉

(Barbara) 共同面对困难时展现出的坚持和投入后，她们问道：―这种坚持似乎有

某种基础，它是什么？‖ 对于巴拉 (Barbara)，她们进行了逐步探索，了解她如

何从抑郁中重新找回生活。当巴拉 (Barbara) 说像早上能起床去慢跑这样的小成

功极大地提升了她的精神，并逐渐积累成突破的能量时，她们提出了一个―更小

的‖步骤问题：―如果你前一晚再怎么下定决心，早上还是起不来怎么办？‖ 巴拉

(Barbara) 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不断尝试，尝试，最终有一天我真的起床

了。这提升了我的精神，然后在更短的时间内又迎来了另一个成功的日子，然后

又一个。不要因为孩子无法履行承诺就放弃他们，失望会把你拖入地狱，要保持

希望。‖ 我们都觉得这个解难方式充满智能和让人有盼望。 

对于积仁 (Jason) 和费利 (Felix)，引导主要是为了帮助他们澄清自己问题

背后的关切或经验。积仁 (Jason) 持续地好奇是什么信念，使巴拉 (Barbara)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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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尝试复学之间选择投身工作。 巴拉 (Barbara) 表示，她之所以去工作，是

因为她希望持续学习和成长，但她仍对重返校园感到犹豫，因此选择了工作。她

认为工作与学习都能促进她的成长。当我将焦点转向积仁 (Jason) 自身的经验时，

他透露自己在决定去工作时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所有人都告诉他应该继续学业，

但他在巨大的外界压力下仍决定投身工作。如今，在工作多年之后，他发现学历

证书并不是证明能力的唯一方式，他对自己的决定毫无遗憾。 巴拉 (Barbara) 回

应道：―是的，我觉得你的选择没问题。‖这次澄清帮助积仁 (Jason) 重新确认了

自己早期辍学并进入职场的决定。 

对于费利 (Felix)，他的问题往往是为了验证假设，因为他强烈渴望获得确

定性。例如，他不断询问巴拉 (Barbara) 拒学是否源于抑郁症或学校适应困难；

又问如果 巴拉 (Barbara) 现在停止服药，是否可以预测她的问题会复发。尽管

这些问题看似不太恰当，但它们帮助巴拉 (Barbara) 评估了自己对药物的依赖以

及对自我能力的信心。她说：―我并不担心复发，虽然我不会在没有精神科医生

指导的情况下停药。我在成熟度方面有了显著成长。现在我是一个更独立的人。

这不仅仅是因为药物，更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个人成长。‖ 

这个过程帮助费利 (Felix) 意识到自己的焦虑和困惑，因为巴拉 (Barbara)

服药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挑战了他原本的信念——即精神治疗只会带来标签，而不

会真正帮助年轻人。然而，他认为药物对巴拉 (Barbara) 是正确的选择，却与他

拒绝苏姗 (Susan) 接受精神治疗的决定形成了对比。其他参与家庭，包括巴拉

(Barbara) 和云莉 (Winnie)，非常积极地給费利 (Felix)作出重述: 由于他的家庭

已经从问题中重建新生，因此显而易见，他们做对了一些事情。苏姗 (Susan)和 巴

拉 (Barbara)各自不同的解决方式和重建生活的路径表明，问题有许多可能的解

决方案，讨论过程中也揭示了二元思维所带来的压迫性力量。 

重述（Re-telling） 

作为整个过程中的积极倾听者，提娜 (Tina) 在会谈后半段主动承担了重述

的角色，她对云莉 (Winnie) 在保护巴拉 (Barbara)免受婆媳冲突所害的能力印象

深刻。她在苏姗 (Susan) 出现拒学问题时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境。云莉 (Winnie) 

坚持忠于自己原则并负责任的态度，使她在未来面对类似情况时能获得额外的力

量。美仪 (May) 感谢巴拉 (Barbara) 分享她对曾经卷入拒学问题并不后悔的感

受，因积仁 (Jason) 也曾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美仪 (May)一开始难以完全相信

他的说法， 巴拉 (Barbara) 的分享增强了她对积仁 (Jason) 的信任。 黛比 

(Debby) 也参与了美仪 (May) 的重述，巴拉 (Barbara) 的分享跟上一节那位年

轻人的分享形成了呼应，这减轻了黛比 (Debby) 因未能有效帮助女儿、努力不

够而产生的内疚感。在他们分享之后，我借助―外化‖的实践方法，阐释了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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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对母职所施加的不切实际期望所带来的压力。我们讨论了这些影响如何

体现在母亲们坚持不懈地帮助孩子，以及她们所承受的过度内疚感之中。 

最后一部分是云莉 (Winnie) 和 巴拉 (Barbara) 的重述。她们都觉得这个过

程令人鼓舞且富有收获，尤其是云莉 (Winnie)。通过意识到自己的经验对他人

具有重要意义，云莉 (Winnie) 获得了更高的自我欣赏和自信。她乐于接受与她

的生命故互相连结的重述，并未表现出拒绝他人表达欣赏的倾向。在本次会谈中，

中西文化之间关于谦逊与自我肯定的差异并未造成任何问题。与美仪 (May) 一

样，云莉 (Winnie) 是一位谦虚而低调的中国母亲，她并未明确表达自我欣赏，

而是将自己的坚持视为一种普通而自然的人类特质。和之前的差别是在重述过程

中就生命故事的互相连接有更好的推进，每一次重述都与重要的生命经验相连接，

而这些经验是由顾问的讲述所激发的。在是次会谈中，直接的赞美或称赞被生命

共鸣式的回应所取代，没有使用诸如―好‖或―伟大‖这类宏大或抽象的词语。因此，

在中国文化中，真正受到抵触的是那些直接的、尤其是宏大抽象的赞美，而通过

生命故事共鸣所表达的间接欣赏，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被接受的。 

结语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系统家庭治疗师和一位刚踏入叙事实践的新手，将叙事

方法与多家庭小组结合的过程让我经历了一段密集的―去学习‖与―重新学习‖的

历程。在小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犯了许多错误，也学到了很多。尽管过程艰

辛，但它体现了我对拒绝上学的学生及其家庭福祉的深切承诺。在这个过程中，

我开始批判性地反思并放弃了我最初采用的―拒学‖(school refusal)这一术语（Lau, 

Tsang & Kuck, 2007；Lau, 2011）。我有意识地从―拒学者‖这一标签中抽离，转

而使用―拒绝上学的年轻人‖这一表述，以避免对年轻人身份的压迫性描述。这一

转变与将这些学生视为―流亡者‖的概念相呼应，参与的小组成员对学校中所推崇

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以叙事为导向的多家庭小组记录了他们的经验，

并赋予他们发声的权利，这个小组也记录了他们家庭的智慧与应对方式。这个小

组是一种集体性的实践方式，使―人们通过我们发声，而不仅仅是对我们发声‖

（Denborough, 2008，第 16 页），它帮助参与家庭为每位家庭成员在生活中的改

变创造了一个见证的观众（Russell & Carey, 2003）。 

叙事视角将多家庭小组的关注从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的互动扩展到对社会

意识形态的挑战。通过小组过程，参与家庭意识到香港教育体系中的问题，以及

主流社会价值观所带来的规范性凝视，他们认为有必要就教育改革和意识形态的

转变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一个小型群体，他们知道必须发展出一个集体力量。

这个小组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互助小组。新的家庭通过持续进行的―咨询你的顾问‖

访谈被邀请加入。为了回应家庭成员强烈的失败感，他们以―顾问‖的身份加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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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这完全重新定位了传统多家庭小组的实践方式——在传统模式中，成员通常

被视为患者或有问题的家庭。 

为了避免小组会议任务过重，所有年轻人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在我专为这

些学生而设的实践项目的网站上发布他们的故事。他们还协助重新命名我的实践

项目，以传达一个更具赋权意义的形象——即家庭与孩子共同面对拒学问题。我

将这个小组视为一个互相见证、赋权与共同建构的过程。欢迎您就小组提出任何

反馈、意见或想法，与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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